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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化与农产品质量

———基于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分析

吴静茹，韩丹，阮荣平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如何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是现阶段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 本文利用“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 中

１４６１ 个家庭农场的追踪面板数据，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推进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实证分析农业信息化对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信

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质量认证及进行认证的个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化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

生产的农产品质量。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主要通过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方面，信

息化通过破解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技术约束，降低技术成本，为农产品质量认证提供内在推力；另一方

面，信息化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破销售市场狭窄的困境，促进经济效益提升，为农产品质量

认证行为提供外在拉力。 据此，提出继续加快农村信息化服务普及速度，提高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

应用能力，强化信息化对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影响路径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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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目前

市场上仍充斥着较多农残超标、质量低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 促进农产品质量提升，
不仅具有强烈的市场需求，还面临着急切的政策要求。 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探索提升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路径，促使我国农产品实现从生产数量到生产质量的转型，不但对满足人

民群众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的需求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推动绿色农业的发展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程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根源上讲，农产品质量安全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靠监管、检测出来的 ［１］ 。 生产者的生产

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农产品生产流程和优质农产品供应链运行

机制表明，只有农户在生产环节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包括投入品的采购和使用、病虫害防控、
环境维护等方面采取良好的质量安全行为，才能生产出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 而实际情况

是，消费者往往不能凭借外观判断农产品的真实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农产品市场出现“柠

檬”化特征，造成了农产品市场的逆向选择和农产品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最终导致农产品市

场失灵 ［２－３］ ， 进一步引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整体下降。 因此，如何化解农产品市场中的信息

不对称，推动农户在生产环节进行质量提升，是当下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亟须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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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经济学探讨基本上可

以划分为 ３ 方面：一是从政府宏观层面考虑，研究如何针对这一问题进行配套的监管机制和把

控措施；二是从消费者出发，研究消费者对高质量、安全的农产品的需求和认知；三是从生产者

的角度入手，研究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质量标准等的采纳行为。 本文属于第三类研究，主要讨

论基于生产者角度的相关问题。 综合来看，我国农户的质量安全生产行为可视为在考虑了自身

能力条件和外部市场环境后的成本收益权衡。 首先，农户的“自身能力”可分为个人禀赋和家

庭禀赋。 在农户个人禀赋方面，由于农户进行绿色生产或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过程

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其质量安全生产行为主要受自身技术与能力的影响 ［４］ 。 有学者证明农户

是否愿意生产无公害农产品受到其自身的学历和对农业生产技术掌握的影响 ［５－６］ ；还有一些学

者发现，农户参加相关技术培训的情况分别对农户使用无公害农药、绿色农药和采纳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影响显著 ［７－８］ 。 从农户家庭禀赋来看，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涉及农资、机械以及人

工的投入，农户的家庭规模、资产规模以及土地规模均对农户进行农产品认证有重要影响。 有

学者表示农户的家庭特征，如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资产越大、可获取服务越多，农户更愿意进

行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Ｐ 标准生产 ［９］ 。 还有学者发现种植面积、种植品种数量对棉农实施标准化生产有

显著影响 ［１０］ 。 另外，在外部市场环境方面，影响农户农产品质量提升行为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市

场需求及收益水平。 有学者研究表明市场需求的调整、价格水平的提升、农场收入的增加以及

新市场的更容易进入对农户维持认证的意向存在显著影响 ［１１－１２］ 。
现有关于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行为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参考，但是目前国内还未有相

关文献将信息化与农产品质量提升行为联系起来并进行实证分析，也缺乏对其影响机制的详细

论证。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时代下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信息化在农业生产中

的应用也愈加广泛。 我国为加快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对信息进村入

户工程开展试点工作。 此后，自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连续七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信息进村入

户工程作出了重要指示。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主要包括 ３ 个基本服务内容：信息服务站、益农信

息社和 １２３１６ 信息服务平台。 信息服务站是指符合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页、有
持续运营能力“六有”标准，能为农户提供各类充足的信息服务的村级信息服务平台。 益农信

息社是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主要提供政策技术咨询等农业公益服务、水电气

缴费等便民服务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村物流代办等服务。 １２３１６ 信息服务平台是农业系统公

益服务专用的服务热线，能够提供及时、全面、有效的供求信息服务，为农民了解新技术和新成

果，及时获得专家技术指导提供更多的途径和选择。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自实施以来，主要形成

了政府、服务商、运营商多方投入的模式。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受益”的原则，除农

业农村部与财政部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省级、地县财政均积极投入之外，市场化机制也不断完

善，由企业担任运营商，承担全省益农信息社的建设和运营工作，共同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中

基本服务内容的建设，以此为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各类公益性和经营性的信息化服

务，使得广大农民可以享受到农业信息化带来的好处与便利。 截至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已有 １８ 个

省份开展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整省推进，全国共建成运营 ４２．４ 万个益农信息社，累计培训村级信

息员 １０６．３ 万人次①。
信息化的普及对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信息化对农户提升农产品质量的

影响也不应该被忽视。 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问题：信息化能否促使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

认证，从而在生产端缓解农产品供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信息化影响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

安全认证行为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 基于信息进村入户工程良好的开展状况和服务效果，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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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工程的推进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研究内容上，基于理论分析，本文将信息

进村入户工程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引入质量安全模型，将农业信息化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联系起

来探讨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加入销售渠道和生产技术作为中介变量，从外部激励和内部推

动两方面入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之下为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２）在数据上，本文利用“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的追踪数

据，基于全国性试点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３）在方法上，国内外以往研究

多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实证中也并未较好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来剔除

时间趋势及个体异质性带来的偏差，识别出净效应，从而得到科学、真实的结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信息化对农产品质量认证影响的理论推导

对于理性经济人而言，是否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直接结果，取决于认

证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本文基于农户收入最大化理论框架，对信息化对农户进行农产品质量

认证的影响进行理论推导。
假定农户面临的农业生产水平如下：

Ｑ ＝Ｑ［ Ｉ（ θ） ，Ｓ，θ］ （１）
其中，Ｑ 表示农业生产水平，Ｉ 表示要素投入，θ 表示农产品质量认证水平，Ｓ 表示个人及家

庭其他特征变量。 农产品质量认证能够影响农业技术装备、化肥等相关要素的投入，因此将要

素投入表示为农产品质量认证水平的函数 Ｉ（ θ） 。
技术作为一种关键要素投入，农产品质量认证要求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规定的

质量标准和规范，其中涉及诸如生产基地环境控制、质量标准控制等相关生产技术，对于传统农

户来说，对相关技术的掌握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必要前提 ［５，７］ ，从而才能进一步达到农产品质量

认证的要求，因此技术的信息获取和使用成本是进行质量认证成本的重要来源。
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收益主要来自市场溢价带来预期收入的增加 ［４，１３］ 。 由于农产品同时具

有经验品和信用品的特性 ［３］ ，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的根本原

因，而农产品质量认证作为传递农产品质量的重要信号，可以把高质量的农产品有效区分出来，
进一步通过构建优质优价的市场甄别机制，使获得质量认证的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上显著高于未

获得质量认证的农产品价格，进而提升农户对农产品质量认证后净收益的预期。
基于以上分析，并借鉴万凌霄等 ［１４］ 的研究，农户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收益可以看作与农

产品销售价格及要素交易成本相关的函数。 因此，设定 σ ＝ １ 为农户实现信息化，σ ＝ ０ 为农户

未实现信息化。 ＰＲＱ
σ为每单位农产品的溢价，ＰＣ Ｉ

σ为每单位农产品生产要素投入的交易成本。
农产品质量认证通过市场溢价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 ＰＱ，而认证的交易成本增加了投入要素

的实际价格 Ｐ Ｉ，因此农户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目标函数如下：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Ｑ＋ＰＲＱ

σ）Ｑ－（Ｐ Ｉ＋ＰＣ Ｉ
σ） Ｉ（ θ） －ＦＣＱ

σ （２）
其中，（ＰＱ＋ＰＲＱ

σ）为调整后的农产品价格，（Ｐ Ｉ＋ＰＣ Ｉ
σ）为调整后的生产要素的成本，ＦＣＱ

σ为农

产品质量认证及农产品交易的固定成本。
将（１）式带入（２）式，可得：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Ｑ＋ＰＲＱ
σ）Ｑ［ Ｉ（ θ） ，Ｓ，θ］ －（Ｐ Ｉ＋ＰＣ Ｉ

σ） Ｉ（ θ） －ＦＣＱ
σ （３）

对农户农产品质量认证（ θ）求导，得到利润最大化下农户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采纳的最优

选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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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ｎｃｏｍｅ
ｄθ

＝ （ＰＱ＋ＰＲ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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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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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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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解得：

（ＰＱ＋ＰＲＱ
σ）

ｄＱ
ｄ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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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ö

ø
÷ ＝ （Ｐ Ｉ＋ＰＣ Ｉ

σ）
ｄＩ
ｄθ

æ

è
ç

ö

ø
÷ （５）

其中， ｄＱ
ｄθ

æ

è
ç

ö

ø
÷ ＝ ∂Ｑ

∂Ｉ
æ

è
ç

ö

ø
÷

ｄＩ
ｄθ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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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ｄ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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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ö

ø
÷ ，（ ＰＱ ＋ＰＲＱ

σ）
ｄＱ
ｄθ

æ

è
ç

ö

ø
÷ 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边际收益，（ Ｐ Ｉ ＋

ＰＣ Ｉ
σ）

ｄＩ
ｄθ

æ

è
ç

ö

ø
÷ 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边际成本。

当农户实现信息化，农产品质量认证采纳的边际成本ＭＣ１ ＝ （Ｐ Ｉ＋ＰＣ Ｉ
１）

ｄＩ
ｄθ

æ

è
ç

ö

ø
÷ 与边际收益ＭＲ１

＝ （Ｐ Ｉ＋ＰＲＱ
１ ）

ｄＱ
ｄθ

æ

è
ç

ö

ø
÷ 相等时，得到农户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最优采纳水平（ θ１） ；当农户未实现信

息化，农产品质量认证的边际成本ＭＣ０ ＝ （ Ｐ Ｉ ＋ＰＣ Ｉ
０）

ｄＩ
ｄθ

æ

è
ç

ö

ø
÷ 与边际收益ＭＲ０ ＝ （ Ｐ Ｉ ＋ＰＲＱ

０ ）
ｄＱ
ｄθ

æ

è
ç

ö

ø
÷ 相等

时，得到未实现信息化的农户农产品质量认证最优采纳水平（ θ０） 。
可见，要得到实现信息化后农户农产品质量认证采纳水平（ θ１）高于未实现信息化农户最优

采纳水平（ θ０） ，需满足 ＰＣ Ｉ
１＜ＰＣ Ｉ

０和 ＰＲＱ
１ ＞ＰＲＱ

０ 的条件。 而 ＰＣ Ｉ
１ ＜ＰＣ Ｉ

０意味着信息化降低了农户进

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技术信息获取及应用的交易成本，ＰＲＱ
１ ＞ＰＲＱ

０ 意味着信息化促进了农产品质

量认证后农产品溢价的实现。
（二）信息化对农产品质量认证影响的作用机理

结合上述数理推导结果，本文进一步解释信息化实现这一结果的作用机理：
第一，信息化通过信息传递有效降低了农产品质量认证及相关技术的信息获取和技术采纳

的交易成本，缓解了家庭农场主面临的技术约束，为农户进行质量认证提供了内在推力。 信息

作为附着于技术本身的无形要素影响着农户的技术采纳决策，技术采纳的早期特征是通过信息

获取来提升对技术的认知能力，由此决定技术采用 ［１５－１６］ 。 信息知识匮乏及由此导致的资源配

置失效和采纳风险抑制了农户采纳新技术，信息流动则通过提高农户对技术信息的了解和掌握

程度，对新技术采纳有显著正向影响 ［１７］ 。 农村地区信息闭塞，农户缺乏及时、可靠的市场信息

来源，存在“信息困境” ［１８］ ，信息获取不足成为农户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并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

限制之一。
信息化的发展能够帮助家庭农场主克服信息壁垒，显著提升其信息获取能力，如智能手机、

互联网平台的普及和应用等加快了信息扩散速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的信息约束 ［１９］ ，
打破农场主面临的“信息困境” 。 另外，农村信息化服务站等服务平台的设立，为农户获取真

实、可靠的信息提供了窗口，增进了农户对新技术及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获取相关信息之后，
如要进一步掌握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必要生产技术，更需要学习大量的知识及操作技能。 信息化

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和方式，提高农户的学习能力，促进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 首先，信息化

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提升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２０－２１］ ，技术扩散代表了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信
息化使农户与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内的其他个体互动更加便利，农户可以与已采纳新技术的生产

者交流经验，产生“学习效应” ［１３］ ；其次，随着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渠道也变

得多样化和便捷化，农户可以直接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相关技术学习，信息化社会中的图片和

视频等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够更直观形象地传播农业技术和相关质量认证的操作流程，降低了

农户理解和学习的难度；最后，通过研发农业专家系统、设立信息服务热线的方式，实现科研专

家、农技人员、农民的互联互通，为农户解决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且精准地提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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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进而降低技术学习成本，加快技术采用进程。
综上，信息化通过提升家庭农场主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及采纳相关新技术的信息获取能力

和学习能力，有效降低了农产品质量认证的交易成本，为农场主提高农产品质量并进行质量认

证化解了技术约束。 这构成了信息化帮助家庭农场主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内在推力。
据此逻辑，提出以下假说：
Ｈ１：信息化发展对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Ｈ２：信息化有利于缓解家庭农场技术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行为。
第二，信息化能够通过拓展销售渠道实现农产品质量溢价，增加生产者经济效益。 这为农

户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提供了外在拉力。 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畅，农村地区的农产品长期以

来主要依靠商贩上门收购或到附近农贸市场进行直接售卖的传统销售方式，很多优质农产品受

市场信息不对称、销售渠道狭窄等因素的制约被局限在产地，无法通过联络高端销售渠道进入

大市场、大流通 ［１８，２２］ 。 对于生产者而言，如果无法走出销售困境，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并非理

性选择。
而信息化帮助农户突破了传统销售渠道的地域限制，使其能进一步联络到高端销售渠道。

首先，信息化通过网络覆盖增加生产者对其他地区的了解，从而利于其扩大交易半径 ［２３］ ；另外，
信息化还使农村地区的信息得以传播出去，加速了农产品信息从产地向外扩散，从而使优质农

产品的供应信息为更多收购商 ／购买者所知，因此信息化通过增加买卖双方信息量，为农户拓宽

销售渠道打下基础。 其次，信息化的发展推动了新兴销售渠道的涌现，让农户联络高端销售渠

道进一步成为现实，如农产品流通信息等服务平台的建设能够促进农户与大型商超进行“农超

对接” ，使农户不再局限于批发商贩的收购，为传统农产品营销带来新渠道、新客源和新市场。
最后，信息化的发展催生出农产品电子商务这一新生业态，能更好帮助农产品销售打破地域限

制，让农产品生产者与全国各地的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加快了农产品由本地市场进入外地市

场并逐渐扩大辐射范围的速度。
综上，在信息化技术的辅助下，农产品由原本单一的销售渠道扩展到联络大型商超、进驻网

络销售平台等各种高端销售渠道，以提升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生产者的经济效益。 由此，销
售渠道拓宽带来的正向经济激励为农户进行质量安全认证提供外在拉力。

据此逻辑，提出以下假说：
Ｈ３：信息化有利于拓宽家庭农场的销售渠道，进而提高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

行为。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的数据来自“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 ，此调查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

济趋势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和零点有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进行。 此套数据是目前国内针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中较为广泛、全面且具有多期追踪的数据。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为提高调

查效率和数据质量，该调查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专门开发了 Ａｐｐ 应用软件，同时运用了 ＧＰＳ
定位、录音和拍照等手段。 在抽样方法中，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与两阶段抽样的设计以保障调

查的科学性。 第一阶段，在没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县级分布数据的情况下，以各县域 ２０１４ 年第

一产业增加值为依据进行分层随机抽样，从全国所有县级单位中抽取 １５０ 个县。 第二阶段，在
末端抽样中，基于第一阶段抽取的县级调查名单，从当地县政府部门获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登

记注册名单，再根据调查配额等距抽取具体的调查对象。 具体调查方式为入户问卷调查。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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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涉及 ２３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样本覆盖。
本文选取以家庭农场为样本的二期和三期追踪面板数据（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来检验信息化对家庭农场提升农产品质量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本文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作

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而 ２０１７ 年已经使用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样本户，目前无法证实其信息化起

始于哪一年，也无法证明是否是在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下追加统计的结果，如果一并认为是在

２０１７ 年之后实现信息化，那么会影响到实证结果的合理性。 因此本文将 ２０１７ 年已实现信息化

的家庭农场进行数据删除，通过一系列严格筛选，最终得到两期追踪样本，其中基期未实现信息

化的家庭农场 １４１６ 家（包括 ８２１ 家种养大户） ，报告期未实现信息化的家庭农场为 ９６７ 家，已实

现信息化的家庭农场为 ４４９ 家，两期共得 ２８３２ 个样本。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在本文研究时点内，农产

品质量认证的具体类别包括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和农产品地理标

志。 因此家庭农场的农产品只要通过这“三品一标”中任意一项认证即视为通过农产品质量认

证，同时本文还将具体考察农产品通过“三品一标”中的哪一类认证及认证数量的影响。
２．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信息化，本文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因

此具体指标选取为是否使用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是否使用 １２３１６ 信息服务平台以及是否使用益

农信息社 ３ 项，此 ３ 项皆为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及其基本服务内容，可以较全面地代表家庭农场

对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应用情况。 家庭农场满足任意一项便视为其已享受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带来的信息化发展成果。
３．中介变量。 根据上文推导的影响机制，内在推力为技术约束的缓解，外在拉力为销售渠

道的拓宽。 因此本文设定技术约束缓解和销售渠道拓宽作为两个中介变量。 技术约束缓解的

具体衡量指标包括该家庭农场是否使用过在线农技信息或农技专家咨询服务及是否引进新技

术两个指标。 销售渠道拓宽的衡量指标为该家庭农场是否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淘宝、微商等

新媒体） 、集体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超对接 ４ 个销售渠道中任意一个销售农产品。
４．匹配变量。 此变量是下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所需变量。 过往研究中认为影响农户信

息化选择较为显著的因素有外部环境 ［２４－２５］ 、农户禀赋特征 ［２６－２７］ 和农户认知和心理因素 ３ 个方

面 ［２８－２９］ 。 由于认知和心理因素较难衡量且主观性较大，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外部环

境和家庭农场的禀赋特征 ２ 类变量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 外部环境选取农场到最近县

城的距离指标，禀赋特征选取家庭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农场主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农场主是

否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家庭收入和家庭劳动力数 ５ 个指标。
５．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文献，本文选取个人禀赋、家庭禀赋和地理位置等 ３ 类变量作

为其他可能影响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的控制变量。 个人禀赋包括：家庭农场主的年

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是否受过农业技术培训、是否为农业户

（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为农业收入） 。 家庭禀赋包括：目前的经营耕地规模和是否村里姓氏最多

的家族作为控制变量，地理位置通过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带来的

影响。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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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

变量

农产品质量认证 通过“三品一标”任意一项：０ ＝否，１ ＝是 ０．１５ ０．３６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是否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０ ＝否，１ ＝是 ０．０８ ０．２８

绿色食品认证 是否通过绿色食品认证：０ ＝否，１ ＝是 ０．０８ ０．２６

有机食品认证 是否通过有机食品认证：０ ＝否，１ ＝是 ０．０３ ０．１８

农产品地理标志 是否通过农产品地理标志：０ ＝否，１ ＝是 ０．０２ ０．１３

农产品认证数量 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的数量加总（单位：个） ０．２１ ０．５７

解释

变量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农场主是否使用进村入户工程：０ ＝否，１ ＝是 ０．０９ ０．２９

１２３１６ 信息服务平台 农场主是否使用 １２３１６ 信息服务平台：０ ＝否，１ ＝是 ０．０９ ０．２９

益农信息社 农场主是否使用益农信息社：０ ＝否，１ ＝是 ０．１２ ０．３２

信息化 以上三项满足任意一项即视为已实现信息化：０ ＝否，１ ＝是 ０．１６ ０．３７

中介

变量

技术约束缓解

销售渠道拓宽

农场主是否使用过在线农技信息或农技专家咨询服务：０ ＝ 否，１
＝是

０．２５ ０．４３

农场主是否引进用新技术：０ ＝否，１ ＝是 ０．３４ ０．４７

农场主是否拓宽销售渠道（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集体或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农超对接平台销售农产品） ：０ ＝否，１ ＝是

０．２６ ０．４４

匹配

变量

农场主受教育程度 农场主文化水平：０ ＝没有受过教育，１ ＝ 小学，２ ＝ 初中，３ ＝ 高中 ／

中专，４ ＝大专，５ ＝大学及以上

２．１９ ０．８８

专业技术职称 农场主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０ ＝否，１ ＝是 ０．１９ ０．４０

农业技术培训 农场主是否受过农业技术培训：０ ＝否，１ ＝是 ０．４８ ０．５０

农业户 农场主是否农业户口：０ ＝否，１ ＝是 ０．９２ ０．２８

农场主家庭收入 采取对数形式 １０．８０ ２．５５

家庭劳动力数 家庭内劳动力的数量 ２．６８ １．１７

到最近县城距离 农场到最近县城的距离（公里） ２６．０８ ３３７．９４

其他控

制变量

农场主年龄 采取标准化（ ｓｔｄ）处理 ０．００ １．００

农场主年龄平方 采取标准化（ ｓｔｄ）处理 ０．００ １．００

农场主性别 农场主性别：０ ＝女，１ ＝男 ０．９１ ０．２８

农场主受教育程度 农场主文化水平：０ ＝没有受过教育，１ ＝ 小学，２ ＝ 初中，３ ＝ 高中 ／

中专，４ ＝大专，５ ＝大学及以上

２．１９ ０．８８

专业技术职称 农场主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０ ＝否，１ ＝是 ０．１９ ０．４０

农业技术培训 农场主是否受过农业技术培训：０ ＝否，１ ＝是 ０．４８ ０．５０

健康状况 农场主健康状况：１ ＝优，２ ＝良，３ ＝中，４ ＝差，５ ＝丧失劳动能力 １．３４ ０．６４

农业户 农场主是否农业户口：０ ＝否，１ ＝是 ０．９２ ０．２８

耕地经营规模 农场主目前经营耕地规模（公顷） ７．５８ １５．５３

姓氏 农场主是否村里姓氏最多的家族：０ ＝否，１ ＝是 ０．４８ ０．５０

东部地区 地区虚拟变量：０ ＝否，１ ＝是 ０．５４ ０．５０

中部地区 地区虚拟变量：０ ＝否，１ ＝是 ０．４０ ０．４９

　 　 注：表中描述性统计特征为两期数据合并的结果。

（三）模型设定

本文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评估信息化对家庭农场

农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 可以使用单差法直接比较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前后家庭农场农产品质

量认证行为的差异，但是这种方法无法剔除时间趋势等影响因素，所得系数并不纯粹来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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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净效应。 另外，也可以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实施后，实现信息化的农场和未实现信息化的

农场进行比较，但是无法剔除样本个体异质性的影响。 因此，本文使用学界普遍认可的衡量政

策冲击效果的评估方法———ＤＩＤ 方法，但其使用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满足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相

同的长期趋势，即意味着如果没有信息进村入户政策的实施，信息化家庭农场与非信息化家庭

农场对提升农产品质量的选择的变动趋势应该大体趋同。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信息进村入户工

程是农业部为改善农村信息供给推行的服务措施，这些措施属于基本设施的供给，家庭农场是

否使用完全取决于自身，即是否使用是其“自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可能会受到自身禀赋特征

的影响，而这些特征条件又会对其农产品质量认证的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这使得 ＤＩＤ 方法的

运用面临内生性挑战。 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是常用的处理“自选择”问题的方法，本文首先

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以是否实现信息化作为因变量，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倾向得分估计，并根

据倾向得分从对照组中筛选特征条件相似的样本与控制组匹配，得到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平均

处理效应（ＡＴＴ） 。 在具体的匹配方法选择上，目前学者使用较多的方法为核匹配、局部线性匹

配、一对一无放回匹配、ｋ 近邻匹配等。 本研究样本中存在较多具有可比性的控制组个体，因此

根据数据特点并参照曾庆敏等学者的做法 ［３０］ ，研究最终选取核匹配以提高匹配效率。
接下来，使用 ＤＩＤ 方法剔除面板数据中不跟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因素，识别出净效应。 将

已实现信息化的家庭农场视为实验组，赋值为 １，未实现信息化的家庭农场为对照组，赋值为 ０；
在时间虚拟变量上，根据前文分析，将 ２０１９ 年赋值为 １，２０１７ 年赋值为 ０。 然后分别计算实验

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前后的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上的差异，二者之差即为信息化的净效应。
由于因变量为家庭农场是否进行质量认证，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二元选择模型来进行估计，具体回

归方程设定如下：
Ｑｕａ ｉ，ｔ ＝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 ｉ＋β２Ｐｏｓｔ ｔ＋β３ＤＩＤ ｉ，ｔ＋β４Ｘ ｉ，ｔ＋ε ｉ，ｔ （６）

式中，ｉ 代表家庭农场，ｔ 代表年份；Ｑｕａ ｉ，ｔ为家庭农场是否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Ｔｒｅａｔ ｉ 用来

区分实验组和控制组；Ｐｏｓｔ ｔ为时间虚拟变量，ＤＩＤ ｉ，ｔ为其交互项，β３代表所研究政策产生的具体

效果，是我们关注的核心系数；Ｘ ｉ，ｔ表示相关的控制变量统称；ε ｉ，ｔ代表随机误差项。
本文就信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影响机制进行验证。 根据上文所提出的

两种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 ［３１］ 的做法加入中介变量进行检验。 第一步，分别检验信息化对于两

个中介变量的影响，其中：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ｔ为技术约束缓解变量；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ｔ为销售渠道拓宽变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ｔ ＝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 ｉ＋β２Ｐｏｓｔ ｔ＋β３ＤＩＤ ｉ，ｔ＋β４Ｘ ｉ，ｔ＋ε ｉ，ｔ （７）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ｔ ＝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 ｉ＋β２Ｐｏｓｔ ｔ＋β３ＤＩＤ ｉ，ｔ＋β４Ｘ ｉ，ｔ＋ε ｉ，ｔ （８）

第二步，在式（６）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两个中介变量：
Ｑｕａ ｉ，ｔ ＝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 ｉ＋β２Ｐｏｓｔ ｔ＋β３ＤＩＤ ｉ，ｔ＋β４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ｔ＋β５Ｘ ｉ，ｔ＋ε ｉ，ｔ （９）
Ｑｕａ ｉ，ｔ ＝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 ｉ＋β２Ｐｏｓｔ ｔ＋β３ＤＩＤ ｉ，ｔ＋β４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ｔ＋β５Ｘ ｉ，ｔ＋ε ｉ，ｔ （１０）

四、结果与分析

（一）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的前提是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即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值应存在共同支

撑域。 共同支撑假设检验结果显示，除对照组中个别未实现信息化的家庭农场外，其他实验组

与对照组中家庭农场的倾向得分均处于共同取值范围内，这表明共同支撑假设得以满足。
为了更直观地考察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共同支撑域，图 １ 报告了匹配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核

密度函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经过倾向得分匹配，二者的核密度函数较接近，说明实验组中的

家庭农场找到了与之特征条件相匹配的对照组中的家庭农场，从而减小了后续比较分析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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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得分匹配还应通过平衡性检验，本文对匹配后的实验组与对照组中协变量的分布是否

均衡进行检验。 如表 ２ 所示，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所运用的协变量在两个组间的均值偏差较

小，并且不具备显著差异，可视为平衡性检验通过。

图 １　 匹配前和匹配后核密度变化情况

表 ２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状态
平均值 偏差

控制组 实验组 偏差值 减少比例

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 ２１５１ ２２７６ －０．１２５∗∗∗

匹配后 ２２３５ ２２４８ ０．０１２
９０．４０

专业技术职称 匹配前 ０．１７２ ０．２４２ －０．０６９∗∗∗

匹配后 ０．２２２ ０．２４８ ０．０２６
６２．３２

农业技术培训 匹配前 ０．４３３ ０．５９３ －０．１５９∗∗∗

匹配后 ０．６６６ ０．６７４ ０．００８
９４．９７

农业户 匹配前 ０．９１１ ０．９２４ －０．０１３

匹配后 ０．９５１ ０．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６１．５４

家庭收入（对数） 匹配前 １０．６５９ １１．１２４ －０．４６４∗∗∗

匹配后 １０．７８８ １０．７９２ ０．００４
９９．１４

家庭劳动力数 匹配前 ２．６５５ ２．７１９ －０．０６４

匹配后 ２．５６９ ２．５８６ ０．０１７
７３．４４

到最近县城距离 匹配前 ４６．４５１ ６４．２３９ －１７．７８８

匹配后 ６２．８２３ ５５．５１７ －７．３０６
５８．９３

（二）信息化对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的影响的 ＰＳＭ⁃ＤＩＤ 结果

表 ３ 给出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对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分

别对家庭农场所生产的农产品是否通过质量认证，以及是否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

认证、有机食品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农产品所通过的认证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双重差

分（ＤＩＤ）估计，结果显示信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质量认证，以及认证数量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 具体到认证类别，信息化对家庭农场选择进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

和绿色食品认证的正向影响分别通过了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对于家庭农场

进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影响效果不显著。 但总体来看，仍可说明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基本上

对于家庭农场选择农产品质量认证及进行质量认证的数量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即表明在受

到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冲击后，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提升行为有明显改变，其愿意对所生产的农

产品进行不同程度的质量提升。 因此，假说 １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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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化对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的作用机制

１．缓解技术约束（内在推力） 。 为考察信息化是否会通过缓解家庭农场主的技术约束、降低

技术成本从而提升其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意愿，本文首先考察信息化对家庭农场生产技术约

束的影响。 结果表明（表 ４） ，信息化对于家庭农场选择使用在线农技信息或农技专家咨询服务

及引进新技术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家庭农场实现信息化有

助于缓解其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面临的技术约束。
表 ３　 信息化对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的影响（Ｎ＝ １９２４）

变量
通过质量

认证

通过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

通过绿色食

品认证

通过有机食

品认证

通过农产品

地理标志
认证数量

ＤＩＤ ０．１７８３∗∗∗ ０．１１６７∗∗∗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２２７６∗∗∗

（ ０．０３８３） （ ０．０３１０） （ ０．０２９４） （ ０．０２０４） （ ０．０１４９） （ ０．０６３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０１６０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６５１ －０．０１１９

（ ０．０５２３） （ ０．０４１１） （ ０．０３９９） （ ０．０３４１） （ ０．０２５２） （ ０．０９５９）

Ｒ２ ０．１０４０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５５３

　 　 注：∗∗∗、∗∗和∗分别代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下表同。

接下来，将中介变量进一步引入模型，同时考察其和信息化对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认证行

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使用过在线农技信息或农技专家咨询服务和引进新技术等变量

对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影响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ＤＩＤ 估计系数较未加入此

变量前有所降低。 这证明缓解技术约束是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有效机制。 由此，假
说 ２ 得以验证。

表 ４　 技术约束缓解对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认证的中介作用

　 　 　 变量 使用在线农技服务 引进新技术 通过质量认证 通过质量认证

ＤＩＤ ０．３２８４∗∗∗（ ０．０４３３） ０．１６７７∗∗∗（ ０．０４６２） ０．１６５７∗∗∗（ ０．０３９７） ０．１６６１∗∗∗（ ０．０３９１）
使用在线农技服务 ／ ／ ０ ．０５０４∗∗（ ０．０２４８） ／

引进新技术 ／ ／ ／ ０ ．０７２４∗∗∗（ ０．０２１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６０７） ０．１９３∗∗∗（０．０７４７）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５１８）

观测值 １７７２ １７９６ １７７０ １７９４

Ｒ２ ０．１６４８ ０．１１５１ ０．１０９３ ０．１１６７

　 　 ２．拓宽销售渠道（外在拉力） 。 为检验信息化是否可通过拓宽家庭农场销售渠道来提升农

产品质量这一作用机制，与上文类似，本文首先将销售渠道拓宽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信息化对

家庭农场销售渠道选择的影响。 其次，进一步将销售渠道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模型，考察销售渠

道对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影响。 结果表明，信息化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家

庭农场销售渠道的拓宽。 这一促进作用又在信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质量认证的影响中发挥了

中介作用，信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的估计系数较未加入此变量之前有所降低

（表 ５） 。 由此证明销售渠道的拓宽可以作为信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的作

用机制。 假说 ３ 得以验证。
表 ５　 销售渠道拓宽对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认证的中介作用（Ｎ＝ １８１６）

　 　 变量 销售渠道拓宽 通过质量认证

ＤＩＤ ０．３６３３∗∗∗（０．０４４５） ０．１４４７∗∗∗（ ０．０３９７）
销售渠道拓宽 ／ ０ ．０７７８∗∗∗（ ０．０２２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５１９）
Ｒ２ ０．１８４２ ０．１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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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在所研究的政策实施期间，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其他因素的干预使得家庭农场质量认证行为

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本文所得结果出现偏差。 对此，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在总家庭农场样本中

随机构造虚拟处理组，由此来检验虚拟实验组在信息化前后是否存在不同趋势。 如果不同虚构

方式下仍然有显著的 ＤＩＤ 估计量，则能够从侧面说明之前的统计结果有偏差。 本文按照国外学

者 Ｃｈｅｔｔｙ 等的检验做法 ［３２］ ，在家庭农场样本中随机选择 ５００ 个样本作为实验组，剩余的 ９１６ 个

样本视为对照组，代入模型（１）进行检验，并将此随机过程重复 ２００ 次， 经检验，所估计的 ２００
个系数的分布，均值与 ０ 非常接近，且不显著，也远离真实政策冲击下的系数估计值。 因此，未
发现伪处理效应，通过安慰剂检验，进而证明之前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提升农产品质量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信息化作为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打破传统农业的低水平均衡，促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近年来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农村信息化工作，持续出台有力的

政策举措，不断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服务普及速度。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推进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实证分析农业信息化对家

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信息化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

场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 一方面，信息化通过破解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技术约束，降低技术成本，
为农产品质量认证提供内在推力；另一方面，信息化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破销售市场狭

窄的困境，促进经济效益提升，为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提供外在拉力。
尽管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调研数据同时也表明，在被调查的 １４１６ 家家庭

农场中仅有 ４４９ 家家庭农场使用过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信息化服务，表现出虽然农业信息化逐

步普及但农业生产者对农业信息平台应用仍较少的现状，这表明当前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仍面

临不少难题。 可能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经营者自身知识水平不足、信息意识不强限制了对农业

信息的获取与应用；基层信息服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也影响已有信息化成果的有效应用。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的实施，完善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加快农村信息化服务普及。 第二，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

力和应用能力。 在推进农业信息化过程中，要充分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者信息获取与应用能力

的培养。 不能仅依靠盲目加大农业信息化投入，而更应该为农业信息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消

化吸收和推广的环境。 第三，完善信息化对农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路径。 充分发挥信息化对农

户信息搜寻、技术提升、市场拓展等方面的突出作用，降低农户进行质量认证的成本及促进经济

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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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ｗ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ＳＭ⁃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ｗ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ｂｙ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ｌｅ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ａｌ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ｕ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 ＰＳＭ⁃Ｄ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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